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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one hand, modernity engineering has promoted the urban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practice of the main space;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discourse hegemony of capitalist 

spatial production, the scene of spatial imbalance has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blems with 

the spiritual ecology of the subjec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space, and ecology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process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Examining the 

issue of the spiritual ecology of the subject, the poetic dwelling of the subject in urban space, the poetic experience of modern 

art aesthetics, and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alternative spaces present a sense of "self redemption of modernity", reflecting on 

the expanding rationality of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integrating it int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esthetic modernity. 

Art and aesthetics can effectively intervene in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deep 

ecological goals through the identification of "place feeling" and "home feel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of spatial 

aesthetics, and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whole life" mode of spatial experience into ecological practice, thus constructing a 

holistic ecological landscape that integrates aesthetics and ecology, nature and city, and spirit and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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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性工程一方面推动了空间的城市化重构，推动主体空间实践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

的话语霸权带来空间失衡的场景，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主体精神生态的问题。主体、空间与生态三者建构出相互影

响的辩证关联，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视主体精神生态的问题，主体在城市空间

中的诗意栖居、现代艺术审美的诗性体验以及另类空间的文化批判等呈现出“现代性的自我救赎”意味，对启蒙现代性

的膨胀理性进行反思，并融合成为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与审美可以有效介入城市空间的生态建设，通过“场

所感”“家园感”的认同、空间审美的交往对话推动深层生态学目标的实现以及空间体验的“整生”模式渗透生态实践，从

而建构审美与生态、自然与城市、精神与物质相互融合的整体化生态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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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城市空间的建构与变革是人类社会现代性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表征出主体的物质实践能力与空间生产话

语，成为影响到主体审美体验、生态意识、实践生存以

及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现代城市的景观规划、高层建

筑的密集设计、空间区域的功能划分、街道交通的网络

结构等等，这些都表征出现代性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与

主体理性实践能力的提升，也带来了主体新一轮的文化、

审美以及文化心理结构的变革。由此，现代性内部就产

生了“自反性”的分裂，呈现出工业理性与感性精神相对

立、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相交融的景观。现代主义

艺术倡导的感性救赎与审美自律原则成为激进的对抗话

语，从而实现主体自由完满的生存体验。本雅明塑造的

“闲逛者”形象、马尔库塞对“单面人”的审美批判、阿多

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等都试图在工业理性的“总体化”规

训中找寻艺术与审美的自由价值。审美的情趣与优雅、

主体的流动与自由、自然的静谧与生机不仅内蕴审美现

代性的文化反思，更是成为主体精神生态的重要组成部

分，建构出主体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审美景观。从而，城

市空间的建构被纳入现代性工程的宏大语境之中，延展

出一条从物质空间到精神空间、从空间实践到空间审美

的理论线索。伴随城市空间的确立与转型，生态问题也

成为“空间异化”的结果。资本流动、城市膨胀、积累危

机、空间区隔等资本主义话语霸权不仅引发了空间异化

的景观，也导致城市出现一系列生态环境危机与主体精

神生态问题，成为启蒙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是，艺术、审美与感性作为“自反现代性”的话语承

载，一方面以审美救赎的姿态激烈对抗资产积极理性霸权，

试图恢复主体的“新感性”来反思工业文明的话语，比如以

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诸多的

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借助艺术表达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

另一方面，也成为主体精神生态的组成部分，恢复主体对

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诗性感知，实现主体与自然社会和谐

共存的目标。精神生态成为审美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并适

应了后现代知识互涉、主体交往的文化景观，推动建构生

态美学的话语体系。可见，城市空间、精神生态与审美现

代性构成了相互交融的理论关联，形成了空间、审美与生

态的“三元辩证法”，从而给现代主体的审美自由与生态自

然提供了理论启示。 

2．空间异化：现代性工程与精神生态话语的出

场 

现代工业城市的确立是现代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出主体空间实践能力的提升和空间元素的社会化塑

造。如果说传统空间是建立在主体与自然大地客观存在基

础上的三维量化形式，具有明显的客观物质属性；那么现

代性工程和工业化大生产则推动了主体空间实践的进程，

促使空间呈现出实践性与社会性的面貌。空间已经成为确

证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社会产品，表征出主体改造自

然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进程。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

义的空间批判，系统展开了涉及空间实践的城市、生态、

环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反思。 

2.1．空间实践与现代性空间失衡景观 

首先，现代空间构成主体进行社会化生产实践的基础。

空间不仅仅是具有自然属性的本体存在，更是直接纳入主

体物质生产、社会交往、制造产品和文化实践的社会化进

程内部，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构建元素。“空间是一

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1]空间给现代工业

生产提供了集聚化的“场所”，并且根据生产、交换、消费

等不同功能形成一系列的空间结构，推动主体进行高效率

的社会化生产。与此同时，现代主体与市场的流动塑造了

崭新的交往式空间形态，形成主体化、流动性的空间运作

机制，这与传统静止稳定的空间模式产生明显差别。资本

和商品的全球化流动、社会大生产的职业分工、交通运输

工具的空间连接等等，都表征出从自然空间到现代社会空

间的转型。空间实践与空间流动推动了现代工业社会的转

型，并推动主体生产关系的变革。“收费公路、运河、铁

路、汽船和电报、无线电和汽车、集装化运输、喷气飞机

运输、电视和远程通讯等等，已经改变了时空关系，并促

成新的物质实践和新的空间再现模式。[2]可见，空间的主

体化与社会化改造表征出现代性工程在空间维度的拓展，

也塑造了现代城市空间的面貌。 

第二，主体空间实践推动现代工业城市的形成。传

统城市建立在主体与土地之间“诗性栖居”的基础之上，

呈现出场所稳定性与空间和谐性特质。现代工业生产促

使诸多主体离开了特定的静穆空间，改变了传统以农耕

为代表的生产方式，将主体与土地之间的和谐关联转变

成为理性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空间“脱域”形态。一方

面，主体摆脱了古典空间的权力依附关系，借助工业理

性实现空间流动的自由；另一方面，主体也被纳入社会

化生产的宏大语境之中，重构承载聚集生产的城市空间。

现代交通工具实现主体、商品与市场等元素交流的便捷，

传统稳定的地方生产实践让位于全球化空间的建构，“在

运输工具发展的同时，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

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3]工业大生产刺激了资

本与商品的快速流通，以达到加快周转速度的目的，从

而实现利润的增加与再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业设施、机

器厂房、商业市场、技术创造等等，这些推动生产的要

素都成为现代城市空间重构的驱动力；资本和劳动者纷

纷聚集在城市空间之中，塑造了现代城市多元化、理性

化和逻辑化的空间面貌。伴随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在全

球范围的自由流动，现代城市逐步作为区域性生产、交

换、技术与生活的中心空间，成为主体空间实践的重要

形式。与此同时，城市内部的空间构造也体现出传统与

现代、真实与想象、物质与精神等相交融的场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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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动现代性工程不断深入；而工业生产与技术革新

也丰富了主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城市彼

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

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

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

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4]城市不仅构成

主体空间实践的结果，也通过“空间压缩”“空间交往”等

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的进程，促使空间形式呈现出更加

多元开放的景观。 

伴随主体空间实践能力的提升与现代城市的出现，

新一轮的空间失衡状况开始出现，并以此导致城市生态

环境、主体精神生态以及工业理性霸权等问题，这也正

是“现代性之隐忧”的重要表征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以

“空间正义”的文化批判策略，系统对资产阶级的空间话

语霸权进行反思，希望实现包括主体生活空间在内的自

由与解放。现代化大生产不仅塑造了社会化与“人化”的

空间面貌，更是蕴含了资产阶级空间霸权不断展开的进

程。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正是资本、商品和原料在全球范

围内自由流动的进程，凸显了空间元素的经济地理学意

蕴。资产阶级通过资本积累与商品流通，重构了全球地

理空间的面貌，形成了现代化的城市景观。在该进程中，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空间改造进行了辩证化的反思。

现代空间实践促使主体摆脱了传统空间的权力依附性关

系，但是却被纳入到雇佣劳动与生产剥削的空间“异化”

维度，显示出空间分配的失衡场景。城市与乡村、自然

与荒野、商业区与贫民区等等之间充满了空间对立关系，

而劳动的“异化”再次加剧了不同空间的矛盾与对抗。无

产阶级工人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的异化存在，不仅

要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也失去了空间实践的主

动性与自由性。这都呈现出资本主义社会新一轮的空间

压迫场景。“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

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

额的租金。[5] 

现代城市的建立虽然消泯了传统空间的地理局限性，

但是通过主体交往与职业分工促使更多人集中在特定空

间，都被纳入资本运行的宏大场域之中。而不同阶层、不

同职业的主体所占据的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并受到

资产阶级话语霸权的规训。资产阶级借助资本力量获得空

间支配的优先权利，往往占据更加具有优势的生产与生活

的资源；而将环境压力大、生产污染严重的相关产业集中

在落后边缘地区，造成空间生态的严重失衡。由此，远离

核心城市的自然空间、落后地区等就越来越面临生态破坏

的压力。与此同时，资本通过地租的形式重塑城市的空间

区域，无产阶级和大众平民局限在城市边缘空间，生态环

境极为恶劣。这不仅由于工业生产的“异化”行为造成，更

是源自阶级对立所造成的空间失衡。工人聚居区往往环境

设施条件较差，生态问题也较为明显，并且与城市中心空

间保持距离。城市生态空间的异化与工人生存空间的异化

形成密切关联，一方面，资本主义大生产与占据空间的目

的是为了最大限度获得剩余价值，这就带来空间空间的失

衡场景，引发生态环境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城市空

间的分化、区隔与不平衡也带来生态治理的混乱，凸显了

空间元素在生态问题中的重要性。“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

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

象的。[6]可见，资产阶级通过资本造成空间的“割裂”与“冲

突”，并产生一系列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空间异化的场景

表征出现代性发展的内在之“隐忧”，揭示了城市生态的社

会属性，并涉及主体交往、贫富分化、市场伦理等一系列

知识场域。 

2.2．城市精神生态问题的生成 

现代性工程一方面推动了空间的城市化重构，推动主

体空间实践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

的话语霸权带来空间失衡的场景，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与

主体精神生态的问题。由此，主体、空间与生态三者建构

出相互影响的辩证关联，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现代

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的空间霸权、资本主义

空间实践的差异性、空间分配的不均衡、空间权力的非正

义性等等，此种空间异化的社会化生产与自然和谐的自然

生态景观形成了较为强烈的“二元对抗”关系，造成城市生

态问题的逐步恶化。 

从城市自然生态的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出现

的异化场景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生态问题。资本的逐利本性

要求社会化大生产不断追求剩余价值与利润，实现资产阶

级的经济剥削目的。由此，工业大生产中的利益最大化原

则与理性逻辑话语成为主导，工人阶级、自然空间、环境

资源等都成为对象化“工具”，失去了在主体交往基础上的

存在价值。在经济效益第一位的前提下，生态系统与自然

环境的内在发展规律被忽视，经济利益价值超越了环境保

护行为，从而导致空气污染、污水排放、过度开发、资源

枯竭、植被破坏、土地退化等生态问题。与此同时，城市

空间关系的失衡造成先进的技术、资本和良好的资源集中

在城市商业中心区；而城市边缘空间和落后地区则承担着

更为严重的生态压力。生态危机已经被资产阶级悄然转移

到工人阶级和被剥削群体，借助空间异化达到生态异化的

目的。可见，城市生态问题的出现不仅仅体现了现代性工

程的自然异化场景，也表征出社会关系与阶级差异的问题。

“社会关系矛盾必然会使土地承担社会矛盾，并且使之内

化到生态系统工程自身之中。[7]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成了对

特定空间区域与自然资源的开发控制，客观上形成了资源

分配的两极分化，违背了自然生态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

和统一性规律，造成城市空间治理的困难。由此，空间正

义与生态正义的寻求成为生态环境建设的路径，另类空间

的差异性、精神生态的体验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等都

可以成为生态保护的组成部分。 

从城市精神生态的角度而言，城市空间的异化场景导

致主体精神生态的失衡与空间审美体验的式微。伴随城市

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城市主体的身体与精神生态也

面临“空间压缩”的紧张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主体在

对世界进行改造和物质实践的时候，与自然建立起相互融

合、和谐发展的自由关联。一方面，主体是自然界的有机

组成部分，受到自然界整体发展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

自然界也面向主体的实践而展开，成为主体活动的“身体

存在”。因此，主体与自然界之间应该建立起和谐共存的

自由景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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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辩证法》等文献突出了主体面向自然的“感觉的

丰富性”，突出主体的生态本源性与自然的平衡规律性。

主体在自然中进行劳动实践，并与自然形成了相互融合、

相互依赖的密切关联，自然给主体提供了生活实践的物质

资源，也塑造了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审美愉悦感，凸

显精神实践的价值功能。所以，“人的本质”与自然生态密

不可分，二者形成了“生生与共”的整体性关联。“自然界

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可见，

马克思主义强调主体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且与自

然融为一体，在和谐共存中实现主体劳动实践的自由。而

资本主义的异化生产、资本驱动与空间霸权则消解了主体

面向自然进行自由实践的愉悦感，带来城市空间的压迫感、

漂泊感与紧张感。城市内部的空间区隔、生态资源的分配

失衡、工业理性的资本压迫等等，这些都割裂了普通主体

与自然空间之间的诗性情感体验，也悬置了城市空间中的

公共交往愉悦，而将城市空间异化成为资产阶级话语规训

的场所。“城市的意义开始逆转：不仅所有的城市都从生

产性空间转变为消费性空间，而且城市空间成为消费的对

象从而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9]城市空间逐步消泯了主体

面对历史遗迹、文化场所、民俗风情以及家园认同的精神

体验，而是逐步将资本运作与市场伦理视为城市发展的内

在逻辑，成为“逐利而动”的空间符号。与此同时，伴随后

现代工业生产“灵活积累”等模式的生成，资本、商品的流

通更加便捷；物质生产的方式与技术更加多元，“同质性”

的文化产业迅速渗透到主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正给

主体带来全新的“空间压缩”体验，显示出空间能指符号的

流动与漂移，造成了主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一旦置

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一切，

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

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10]在城市空间的分化与同质性

空间压缩语境中，主体如同进入到令人迷惑的“超空间”场

景内部[11]，不仅无法给自身进行准确的空间定位，恢复

清晰的审美认知能力，也割裂了主体与自然之间诗性的精

神生态关联，陷入异化的市场消费伦理之中。这也正是城

市空间异化所造成的主体存在困境。 

3．诗性伦理：城市空间审美体验与主体精神生

态建构 

现代城市的生态问题与主体精神生态失衡状况是现

代性工程之“隐忧”的体现，并在城市空间异化的场景中进

一步加剧。如果要克服城市主体精神生态的危机，推动生

态正义的现实实践，就需要立足于主体的身份认同、感性

认知与审美理念，恢复主体与自然空间的诗性关联，实现

主体内在身体与精神生态的完善。因此，主体在城市空间

中的诗意栖居、现代艺术审美的文化批判以及另类空间的

精神生态建构等都呈现出“现代性的自我救赎”意味，对启

蒙现代性的膨胀理性进行反思，并融合成为审美现代性的

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了主体的感性力量与“美的规律”

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本体作用，并能够推动主体作为“自

然存在物”的存在自由。主体在面向自然的劳动实践中，

逐步提升了自身的审美意识，形成了能够感受自然之美的

视知觉身体感受能力。由此，主体就不再仅仅是以物质实

践的方式来改造自然，而是以“美的规律”话语将自然作为

感性、形象和情感的对象化存在，推动“本质力量对象化”

的生命自由体验。“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

表现自己的生命。[12]主体感性审美力量构成主体内在精

神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主体重新审视物质实践活动，

实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完美融

合。与此同时，审美感性也并非仅仅着眼于主体自身的生

态意识，而是通过空间符号、空间形象等方式成为审美意

识形态的话语承载，内蕴文化批判的意味。西方新马克思

主义学派以学科互涉与文化研究的路径将生态审美纳入

城市空间、文化产业、影像传媒以及消费社会的语境中，

凸显审美精神话语与文本审美符号的差异性、革命性特质。

本雅明、戴维·哈维、詹姆逊、威廉斯、鲍曼等学者将主

体精神生态问题进行了知识社会学的阐释，展现审美意识、

精神生态、城市空间与文化景观之间的知识关联。空间元

素与空间符号不仅仅内蕴了主体“美的规律”的诗性审美

体验，凸显具有艺术想象特质的情感凝聚话语；更是表征

出深层次的社会实践、历史文化与主体关系，成为马克思

主义文化批判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亦带来了象征

空间的组织化（纪念碑、圣地、围墙、大门、房屋的内部

空间）和符号体系的空间控制。[13]由此，主体感性审美

完成了从“内在”主体精神生态自由，到“外在”生态文化反

思批判的完整理论线索，形成了具有现代性色彩的审美救

赎话语。 

3.1．城市空间的审美文化反思构成精神生态建构的首要

维度 

如果说城市空间异化与生态异化是启蒙现代性工程

的内在隐忧，是资本霸权和工业理性不断膨胀的结果，并

导致城市生态环境的一系列问题；那么以审美感性和现代

主义文艺重构审美救赎理念，推动文化批判就成为恢复主

体精神生态自由的基础。城市规模的不断膨胀与城市空间

的区隔造成主体与自然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城市不同

空间之间的“疏离”与隔膜，便捷的信息交通技术却带来新

一轮的“空间压缩”感觉；影像的单向度传播与“内爆”使传

统深度感的审美体验走向平面化感知，促使主体的视知觉

沉浸在城市“超空间”的能指符号漂移之中。诸如鲍曼所认

为的“私化空间”模式逐步形成，并日益占据重要维度。私

化空间不仅取代公共空间的文化反思功能，而且建构出更

加零散化、碎微化的主体生存场景，造成生态环境资源分

配的“非正义性”与激烈竞争，从而进一步导致生态环境的

恶化，生态建设的整体方案也被逐步消解。“不是和睦相

处，而是躲避与隔离，已成了当代大都市中主要的生存策

略。[14]私化空间可以视为资产阶级空间和生态霸权在现

代城市中的表征呈现，弱化了主体与生态环境的情感体验，

加剧了主体的疏离感与孤独感。在此语境中，以审美感性

来重新恢复主体空间生存的自由，并进行“外在”的文化反

思批判就显得非常重要。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学者本雅明就通过笔下的“闲逛者”

形象建构出特定的城市空间美学，并以审美“旁观者”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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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体验城市空间之美。城市中的闲逛者形象源自现代主义

诗人波德莱尔，主要指涉在巴黎塞纳河岸、拱廊街、城市

公园等空间中进行无目的行走的人。他们与资产阶级营造

的“拜物教”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艺术和审美的眼光来审

视五光十色的城市空间，体现出对市场伦理和生产异化的

反思态度。闲逛者进行城市空间体验的过程，也正是重新

连续传统城市传统、历史、风俗、自然与城市生态的进程。

古建筑蕴含的因地制宜生态理念、特定场所的文化传统体

验、拱廊街的艺术审美反思以及主体清晰的空间审美认知，

这些都能够有效对抗时空“虚化”之后的资本主义工业文

明，反思资产阶级的空间话语霸权，从而给城市生态赋予

一层温情脉脉的情感观照。闲逛者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保

持一定的距离，并在城市空间的诗意感受中重塑主体与自

然的联系，试图借助艺术的“光晕”通达精神生态的自由。

“我们在接受大自然如此丰富的恩赐时，应当谨防一种贪

得无厌的态势，因为我们无法回馈给大地母亲任何东西。

[15]游逛者身上体现出清晰的审美感性解放话语，以个体

审美体验视角表达对城市空间与生态异化的否定，并借助

艺术“灵韵”、空间审美、符号想象等方式建构起包括城市

生态在内的“天人合一”景观，以主体的诗性伦理完成具有

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批判。“它使人们趋于一种紧密的凝

聚力，而同时又保持着现存的差异性。[16]主体面对城市

空间的感性审美话语一方面将生态问题延续到精神生态、

生态美学等理论层面，形成了以艺术审美为重要元素的生

态正义与救赎策略；另一方面也将自然生态与城市空间、

艺术自律、现代性思潮进行联系，拓展了生态文化反思的

理论空间。 

3.2．城市空间的诗性体验构成精神生态建构的重要载体 

正如上文分析，资产阶级的生产异化与空间异化带来

了启蒙现代性的一系列生态问题，也造成城市主体的精神

生态失衡。从城市边缘生态环境的恶劣，到生态权利分配

的失衡；从城市内容空间的阶级划分，到主体内心生存体

验的紧张；从工业理性对和谐自然景观的破坏，到市场伦

理对审美感性场域的压抑，等等，这些生态危机都内化于

主体精神空间，导致精神生态的失衡。由此，马克思主义

学者立足“人和自然界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17]

话语，拓展了艺术与审美自律的文化视野，将主体的感性

审美体验视为精神生态完善的重要载体。本雅明试图在现

代城市语境中重塑主体在前现代时期与自然大地之间的

诗性情感共鸣，以找寻现代主体生存的“精神家园”。主体

应当摆脱资产阶级商品利益与政治霸权的规训，也适当与

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距离，重新找寻艺术本真

的“光晕”与城市空间的自然生态之美。城市郊区的田园风

光、巴黎街道的熙熙攘攘、拱廊街的光影梦幻、河流广场

的艺术描绘等等，这些城市景观都能够激发主体的审美愉

悦感，实现在拱廊街空间中闲逛的精神自由。闲逛者与现

代主义艺术在反思工业文明异化的语境中，再次衔接了主

体诗性体验、精神生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以审美感

性的力量重塑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的“单面人”生存状态。精

神生态的文化价值逐步得到凸显。“现代人所犯的一个令

人不安的错误是：将这种体验视为无足轻重、可以抛弃的

东西，并且将它当做是繁星点点的夜空所引发的个人幻想

而已。[18]本雅明试图通过对现代艺术的阐释和审美感性

的拓展，重构主体与城市生态之间的想象性、情感性与认

同性关联。童年的幸福回忆、工人的畅所欲言、城市的历

史传说、艺术的本真体验都构成对现代性异化景观的对抗，

也是进行主体精神生态救赎的关键策略。 

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以“否定的辩证

法”视野重构后现代美学的知识形态，凸显了主体感性审

美能力的本体价值。阿多诺将辩证思维纳入艺术美的阐释

范畴，认为艺术美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主体精神与生命的自

由。自然之美正是主体审美的最高阶段，也是艺术美发展

的较高目标，凝练出主体面对自然进行感性审美的自由

“境界”。阿多诺对自然美的肯定也正凸显了唯物主义的优

越性，强调了自然美的本源性价值。“审美经验的重要性

在于它含蓄地以唯物主义方式强调客体先于主体的优越

性。[19]由此，主体对城市的感性审美体验重塑了城市空

间的“整体性”“栖居性”与“存在感”，实现了诸如海德格尔

所认为的整体化生态世界观，以审美现象学弥合城市空间

的分裂与失衡，最终建构主体与生态融合、技术与艺术共

生生态自由。 

3.3．城市另类空间的审美批判构成精神生态建构的特定

形式 

资产阶级通过资本流通与空间异化形成了城市内部

各个区域之间、城市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由于

资本运行与工业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这促使城市

空间内部出现严重的空间区隔，商业区、工业生产区、资

产阶级富人居住区、城市中心广场等等，这些空间往往占

据更多的物质财富与生态资源；而城市边缘的贫民区、艺

术区、乡村、荒野等处在“被边缘化”的位置，表征出资本

权力影响下的空间失衡景观。空间的区隔不仅导致整体化

生态意识的断裂，也造成主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与精神生态

的问题。因而，审美“另类空间”的文化反思就成后现代精

神生态建构的形式策略。 

福柯将空间视为各种权力交织的文化表征形式，试图找

寻空间中隐匿的知识、权力与话语，将“另类空间”视为具有

独特反抗与解放力量的“异托邦”存在。比如镜像、剧院、舞

台、花园、博物馆、咖啡馆、大海等等，这些空间暂时资产

阶级规训的权力空间保持一定距离，并内蕴独特的传统、历

史、文化和生态价值，形成了相互交织且共时性发展的“异

托邦”之网。在福柯的笔下，另类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审美性、

生态性与艺术性特质，具有清晰的空间文化批判意识。一方

面，异托邦是充满艺术审美意蕴与自由生存体验的特定地方，

与资产阶级总体化空间保持距离，成为普通民众进行文化批

判的载体；另一方面，异托邦也是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场域，

可以将不同的地方重新联系起来，成为融合真实与想象、物

质与审美的特定场域。“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

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正是这样，在长方

形的舞台上，剧场将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地点连接起来。[20]

可见，另类空间是一种异质与多元、想象与实存、边缘与开

放相结合的场域，充满了解放的力量。比如镜像中的虚拟空

间构成主体观审的想象性认同、花园中的空间构成独立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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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生态世界、博物馆构成凝聚历史时间的场所体验，等等。

这些都游离于空间权力规训之外，塑造不同空间开放交流的

后现代景观。福柯的另类空间理论确证了边缘空间、碎微空

间和异质空间的重要性，也凸显出空间想象、精神空间、审

美空间在整个现代性进程中的作用，也给城市精神生态建设

提供了契机。 

城市景观的自然静谧、郊区农田的生机盎然、文化场

所的历史感怀、建筑设计的因地制宜，都可以视为融合了

真实与想象、生态与审美的另类空间模式。这些不仅建构

了整体化的城市生态景观，也有效激发了主体内在的精神

审美愉悦，实现主体在城市空间中栖居的自由。城市中另

类生态空间的不断丰富与相互联系，就能够形成更为宏观

的生态“异托邦”景观，推进城市自然生态与主体精神生态

的完善。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城市生态论、詹姆逊的

认知图绘美学、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想、刘易

斯·芒福德的“有机城市”观念等等，都强调了另类空间、异

质空间的自然审美意识，给曾被边缘化的空间生态提供了

重构与交流的契机。 

4．文化实践：深层生态学与“整生”意识的美学

显现 

主体审美感性成为弥合城市精神生态失衡的策略，城

市空间成为内蕴特定的情感共鸣与文化符号意蕴。艺术与

审美可以有效介入城市空间的生态建设，通过另类空间的

场所认同、空间审美的交往对话以及空间体验的“整生”模

式渗透生态实践，从而建构审美与生态、自然与城市、精

神与物质相互融合的整体化生态景观。这也契合了生态美

学的理论目标与价值，拓展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文化反思的

美学使命。“生态美学是一种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只有

从生态现象学与生态存在论哲学的崭新视角才能理解生

态美学。[21]可见，生态美学不仅以现象学“意向性”交流

的方式弥合“二元论”哲学观，凸显了生态问题的美学关照，

建构出“整生”论意义上的宏观生态理念；更是也有机融合

了城市空间、主体身体、审美知觉、艺术栖居、生命自由

等诸多元素，体现出主体存在论视野中的精神自由。生态

美学一方面融合了认识论美学、主体论美学的理论资源，

以存在论视野建构后现代主体的诗意栖居景观，推动整体

化的“生生美学”话语的塑造；另一方面，生态美学也给精

神生态的自由与深层生态学提供了理论资源，成为反思启

蒙现代性的重要策略。如果说城市生态问题源自现代性工

程空间实践的异化状况，那么生态存在论意义上的美学救

赎则成为弥补现代性弊端的方式。从该视角出发，城市的

精神生态建设需要更加关注空间、生态、主体和美学四维

元素之间的融合关系，建构一条从自然生态完善、精神生

态丰富，再到生命审美自由的理论线索。“‘存在’，充满着

无法追忆的空间记忆，超越了‘形成’。……空间意象于是

就对历史表明了一种重要的力量。[22] 

4.1．城市另类空间建构起主体的“场所感”“家园感” 

作为曾被现代工业文明与技术理想所边缘化的另类

空间，往往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自然美感和天人合一的生态

意识，并在特定空间场所进行体验、传达与表现，推动生

态审美的拓展与生态正义的实现。比如城市边缘的森林、

农田、河流、古镇、村落、建筑以及城市空间内部的港口、

水坝、花园、小径等，这些“微空间”场域与工业生产空间、

商业空间保持一定距离，也远离了资本逻辑的市场同化，

具有相对独立性特质。但这些领域恰恰是自然面向主体进

行“生成”和“敞开”的地方，体现出主体与自然界的“意向性”

融合，是主体实践与自然生态进行动态“化合”之境。一方

面，城市中的特定空间并非如同荒野、山峦、沙漠等未经

人工改造的自然领域，而是经过主体实践并且呈现“本质

力量对象化”的空间场所，表征出自然面向主体的敞开；

另一方面，这些景观也作为主体的审美对象而存在，凝聚

着主体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的情感愉悦，通过“自然

的人化”建构审美现象界的自由。生态之美就超越了机械

反映论的二元论话语，成为融合自然与人文、生态与技术

的生命存在。“价值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创造出有利

于有机体的差异，使生态系统丰富起来，变得更加美丽、

多样化、和谐、复杂。[23]城市空间生态之美正是在主体

与自然环境的情感意义共鸣与主体参与性的前提中展开，

是一种追求自然本“真”、生命之“善”与形式之“美”的综合

性话语。 

爱德华·索亚通过对城市“第三空间”的描绘，找寻另类

城市空间中的建筑、传统、文化、主体精神与生态环境之

间的密切联系，探究无产阶级对抗资产积极的生态正义方

案。索亚将阿姆斯特丹与超级工业城市洛杉矶进行比较，

凸显另类城市阿姆斯特丹的生态空间格局与生态正义实

践。如果说洛杉矶城市空间体现出典型的现代工业城市形

态，展现经济、生态、阶级等领域的二元分化场景；那么

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空间布局则体现出强烈的“自反性现代

化”意味，不仅城市中心的居住人口较少，汽车等现代化

交通工具也被限制使用，水坝、运河、花园、古建筑、咖

啡馆、博物馆等如“星丛”般散落在城市中心空间，呈现出

自然生态的设计理念与宽松平和的空间氛围，并与工业现

代性保持距离。旅游、文化和教育成为城市重要的经济形

式，与城市的生态建设构成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作用。

索亚曾经在阿姆斯特丹居住过一段时间，深切体验到城市

空间作为融合历史、传统、生态、人文与审美等综合场域

的文化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共鸣。与其他现代工业都

市相比，阿姆斯特丹城市空间充满了自然的静谧与艺术的

气息，历史的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自然的生机得以融合，

主体能够以身体视知觉感知的方式介入其中，形成身体空

间与城市空间的“意向性”交流。“我以斯坝伊街上及其附

近的生活印象，一方面来包裹我们那些去向真实和想象地

方的旅程，一方面又来重新打开它们。斯坝伊街是阿姆斯

特丹我的家园所在。[24]“重新打开它们”正是以主体审美

话语彰显另类空间的生态正义力量。与此同时，主体与另

类空间的精神生态共鸣也建构出了城市空间的“场所

感”“地方感”，重建面对自然、环境、传统与地理的身份

认同意识，衔接了自然与历史、审美与传统，建构在城市

空间中的“诗意栖居”。由此，主体的精神生态与诗性体验

就具有了审美现代性救赎的文化价值。特定的空间审美、

符号共鸣、家园感知与文化认同成为反思城市启蒙现代性

的关键策略，也推动实现主体的精神自由。“只有该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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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的地方风情、视觉特征和清晰的边界时，这种洞察

才会变得生动真实。[25]从段义孚对空间经验“地方感”的

认知体验，到诺伯舒兹对建筑现象学“场所感”的归纳，都

凸显了主体精神生态在城市中的实践，并涉及文化旅游、

生态开发、建筑设计、公共艺术等一系列领域。 

4.2．城市空间体验推动“深层生态学”目标的实现 

城市空间审美体验与生态审美意识的确立也呼应了

“深层生态学”的理论目标与话语内涵，并将生态学的环境

保护、生态治理等社会实践拓展到主体与自然之间的深层

审美体验维度，实现中国古典美学所倡导的“天人合

一”“天地大美”的天籁“生生”之境。天地四时的流转、万物

自然生长的“成理”以及主体内在心灵的精诚贵真等等，这

些都凸显了主体外在的自然实践、内在的精神气质与世界

环境之间的融合关系，也正是此种精神层面的呼应与共鸣，

最终实现了终极的生命自由，达到庄子所认为的“若夫乘

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26]境界。此种关

于生命运行规律与生态自由的审美体验，也正是生态美学

所彰显的理论价值，是一种倡导“整体论”“深层生态学”的

话语形态。与其他美学知识形态不同，生态美学实现了美

学学科发展的创新与突破，不仅延续了中国古典美学“天

人合一”“生生为易”“道法自然”等话语范畴，建构主体与自

然的“整生”融合关联，也借鉴了现代“存在论”知识资源，

以“诗意地栖居”与“天地人神四方游戏”塑造了诸多生命

平等共存的有机整体观，推动工具论与存在论、主体论与

客体论、审美论与生态论的统一。“这可以说是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意味着一个旧的美学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美

学时代的开始。[27] 

许多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学者往往凸显主体面向自

然、环境、景观和生态的审美感受，强调自然环境的艺术

美感与文学艺术之中的自然描绘，以此来反思现代性工程

的理性隐忧。生态批评家罗伯特·克恩认为文学研究应该

凸显文本中“地方自然物”“环境描写”“自然景物”等话语的

功用，建构文本、自然与读者之间的“意向性”意义关联。

当代生态作家菲利普·布斯的生态诗歌则通过樱桃园、麋

鹿、海洋、苍鹭、白杨等意象凸显自然本体的生命之美，

借助主体“移情”的方式呈现大地自然的“澄明”之美。“因为

生态学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存以及我们的核心价值等

——它是自我包含的——它就是一种深层的审美研究。

[28]而城市作为现代性主体空间实践的结果，则可以在若

干复杂的系统与层次之中展开生态审美体验进程，推进精

神生态等深层生态学的知识拓展。比如城市空间包括建筑、

居住、自然、地方、社会等诸多元素，并表征出主体与城

市生态空间的“视知觉”体验，能够借助城市建筑、文化遗

迹、艺术符号、空间创意等持续推进生态审美体验，实现

主体精神生态自由的目的。从“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

里白沙堤”的杭州之美，到“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

榕阴”的福州之境，都彰显了城市生态空间中的审美体验。 

事实上，城市建筑与空间本身也构成生态审美的重要

组成部分，能够深化主体对自然的诗性感知；而人工技术

制品也成为自然面向主体“澄明”与“敞开”的重要符号中

介。海德格尔笔下的“桥”正是一种联系“天地神人”四方整

体的的精神生态“聚集”，因为占据了特定的位置空间，将

主体纳入到生态环境之中，并进一步激发了主体与河流、

河岸等自然景观的诗性情感体验，达到艺术与生态自然的

“真理”。特定的地方空间不仅汇聚了自然生态的物质属性，

构成主体生活生存的基础；更是成为主体的家园感、位置

感、场所感等身体空间“澄明”的城所，成为主体空间知觉

与自然生态相融合的契机。“桥把大地聚集为河流四周的

风景。它就这样伴送河流穿过河谷。[29]可见，城市空间

中的河堤、广场、桥梁、建筑、街道、园林、亭台等不仅

具有生活实用功能，更是与自然生态有机结合在一起，形

成特定的生态审美符号，从而塑造主体的深层精神生态意

识。索亚面对阿姆斯特丹“第三空间”的诗性沉浸式体验、

凯文·林奇对城市建筑的“剧场式”审美意识等等，都凸显出

城市特定空间的生态审美意义内涵，也表征出多元城市、

“拼贴城市”等后现代生态城市实践的发展景观。 

4.3．城市空间交流实现生态正义的“整生”价值 

后现代文化语境带来了新一轮的“空间压缩”“空间流

动”景观，空间不仅仅局限在工业生产所营造的“核心”城

市场域，而是体现出城市不同区域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

星丛状城市之间以及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差异性”辩

证融合，总体凸显出资本、信息、主体和空间不断流动的

场景。曼纽尔·卡斯特以后现代网络社会的文化实践景观

为基础，认为当代城市构成流动空间的一个个“节点”，总

体上呈现出地方空间（spaces of places）的拓展与传播进

程，并最终都纳入到全球化空间的网状结构之中。网络社

会带来了新一轮主体、空间与信息交往模式的转型，推动

后现代碎片化和个体化空间的重塑，并推动建构具有公共

特质的空间形态，主体审美意识的虚拟呈现、地方生态景

观的数字化交流以及网络赛博空间开放融合等形成了崭

新的“另类空间”图景，推动生态正义价值的实现。“信息

化城市并非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

是流动空间的结构性支配。[30]伴随生产、资本与主体的

全球化流动，文化符号、生态审美、认同意识等也面临不

断流动的场景。影像传媒的即时传播、生态景观的符号设

计、身份场景的虚拟表达、主体交往的身份认同等等，这

些都弥合了真实与虚拟、实在与想象的话语鸿沟，构建出

后现代整体化的空间交往模式与审美体验模式。由此，后

现代流动空间实现不同要素之间的“再整合”，建构出诸如

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公共领域空间形态，推动生态、审美、

自然、城市、另类空间等要素的重新整合。这也契合了生

态美学有机性、整体性、内在联系性等特质。后现代思维

方式是“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概念基础之上的推重多元和

谐的整合性的思维方式[31]，这其实已经内在融合了生态

美学的“整生”的话语景观，呼应了中国古典美学“天人合

一”的生态智慧。自然生态中的每一个有机体、每一个生

命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价值，生成了具有生态整体观视野

的“有机哲学”话语。可见，“整生”不仅塑造了主体精神生

态的完满状态，丰富了生态美学的理论知识资源，更是凸

显了整体化的哲学思维模式，显现了生态精神的本源性与

存在论价值。怀特海的哲学，尤其是其中的有机论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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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意义深远的生态学，即在自然界诸种生命活动整体

中为人类定位这种思维方式的先驱。[32] 

可见，城市的生态设计、生态建设、生态旅游等能够

将另类空间的生态景观进行协调融合，形成主体活动与城

市生态建设的平衡统一。比如城市湿地公园的建设就实现

了生物多样性、园林审美性、功能开放性与气候调节性等

多重功能的综合，极大凸显了城市的生态审美景观。这正

是借助主体与城市空间的流动性布局，凸显了城市生态建

设的“整生”式目标。现代城市应该实现功能性、休闲式与

生态空间的有机融合，破除不同空间之间的区隔，形成整

体化城市生态空间的建设机制。区域由节点组成，由边界

限定范围，通过道路在其间穿行。[33]与此同时，城市古

镇景观的审美体验与身份认同、特定建筑的场所意识、民

俗风景的符号表达、地理文化的“深生态”旅游以及数字仿

象的“超空间”传播等等，这些都营造出崭新的后现代审美

共鸣景观，推动生态审美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

交融，城乡鸟语花香。这样的自然美景，既带给人们美的

享受，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依托。[34] 

城市生态问题伴随现代性工程出现，并与城市空间结

构的失衡形成相互呼应、相互融合的内在关联，建构出从

空间实践到精神空间、从自然环境生态到主体精神生态的

理论线索。如果说空间正义与生态正义构成社会现实层面

的实践策略；那么主体对城市自然空间的审美体验则构成

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审美救赎的文化价值，

从而弥合现代性之“隐忧”，重建主体、生态、空间与审美

等要素之间的动态关联。主体面对城市生态“家园感”的身

份认同、城市内部技术与自然相融合的审美体验、城市空

间交流的“整生”面貌等等，这些都将城市生态的发展与主

体内在精神的自由丰富进行结合，实现自然生态的审美意

义释放。生态美学理念也通过城市公共艺术的符号表达、

另类空间的传播共鸣等得以拓展，借助文学艺术审美的方

式实现“深层生态学”的目标。审视未来，城市空间建设将

在数字技术、赛博空间、虚拟现实等文化实践中得到进一

步深入，推动不同主体形成崭新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实

现主体精神生态的完满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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